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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西方艺术符号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赵奎英

［摘　 要］ 　 ２０ 世纪西方艺术符号学研究，主要涵盖了符号学艺术史、艺术符号学基本理论、
视觉艺术符号学、门类艺术符号学，以及跨学科、跨媒介、跨门类的艺术符号学等几个方面。 这一

时期，西方符号学艺术史的发展大致遵循着从语言学艺术史到符号学艺术史的演进路径；西方艺

术符号学基本理论的建构，则大致遵循着从“再现”到“呈现”的转换理路；西方视觉艺术符号学关

注的基本问题为语词与图像之间的关系；门类艺术符号学是 ２０ 世纪西方艺术符号学的基本领域，
但跨学科、跨媒介、跨门类的艺术符号学研究则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对 ２０ 世纪西方艺术符号学研

究的问题领域和发展路径进行梳理探讨，对于艺术符号学的当代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艺术符号学； 符号学艺术史； “再现” 与 “呈现”； 语词与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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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符号作为艺术作品的物质存在方式，不仅直接关系到艺术的基本问题，而且能够反映出当代

艺术的发展变化。 因此，艺术符号学不仅属于艺术基本理论，而且属于艺术研究的前沿领域，具有开

阔的跨学科视野。 然而，艺术符号学在艺术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似乎还没有被充分认识。 “图像转

向”的发生，更使一些学者提出了“反符号学”的观点。 近年来，尽管国内的艺术符号学研究取得了显

著进步并获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在基础理论建构和基本文献建设方面，仍存在推进拓展的空间，这
也是我们近期编译《２０ 世纪西方艺术符号学精粹》①的动因之一。 本文主要从符号学进入西方艺术

史的早期路径、西方艺术符号学基本理论建构的进程、视觉艺术符号学的基本问题，以及跨学科、跨媒

介、跨门类视野中的艺术符号学这几个方面，对 ２０ 世纪的西方艺术符号学研究做一个大致的梳理与

探讨。

一、从“语言学”到“符号学”：符号学进入艺术史的早期路径

虽然符号学在古希腊时期已有雏形，最早的符号学著作可追溯至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写作

的《论预后诊断》②，但现代符号学这一学科通常被认为是在 ２０ 世纪初分别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和美国哲学家皮尔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 Ｐｅｉｒｃｅ）创立的。 前者的符号学被称为结构

主义语言学符号学（ｓｅｍｉｏｌｏｇｙ），其代表作为《普通语言学教程》（Ｃｏｕｒｓ ｄ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 ｇéｎéｒａｌｅ）；后者的

符号学被称为实用主义逻辑学符号学（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观点散见于其哲学著作和手稿之中。 １９２３ 年，奥格

登（Ｃ． Ｋ． Ｏｇｄｅｎ）和瑞恰慈（Ｉ． 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出版了《意义的意义》（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１９３８ 年，
莫里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 Ｍｏｒｒｉｓ）的《符号理论基础》（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ｇｎｓ）和 １９４６ 年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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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行为》（Ｓｉｇｎ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出版，进一步推动了现代符号学的发展。 莫里斯的符号

学深受皮尔斯的影响，《意义的意义》虽然主要属于英美分析哲学，但在附录中也摘录了皮尔斯与韦

尔比夫人（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Ｌａｄｙ Ｗｅｌｂｙ）的通信以及皮尔斯的两篇文章。 索绪尔的符号学则主要通过雅各布

森（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和布拉格学派影响到法国结构主义，并通过俄国形式主义影响了“塔尔图－莫斯

科符号学学派”。 除了索绪尔和皮尔斯开创的两大主流符号学，卡西尔（Ｅｒｎｓｔ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开创的文化哲

学符号学、弗雷格（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Ｌｕｄｗｉｇ Ｇｏｔｔｌｏｂ Ｆｒｅｇｅ）开创的分析哲学符号学和胡塞尔（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
开创的现象学符号学，在以后的艺术符号学研究中，也都分别通过一些强有力的后继者或推进者发挥

着重要作用。
现代符号学虽然在 ２０ 世纪初已经产生，但是其真正兴盛却是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结构主义产

生之后。 因此，符号学与结构主义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与结

构主义语言学的契合度更高，这也使得这一时期的艺术符号学研究主要体现在文学领域。 皮尔斯的

符号学虽然早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就已通过韦尔比夫人和拉姆齐（Ｆ． Ｐ． Ｒａｍｓｅｙ）进入分析哲学，但其广

泛影响主要是在 ７０ 年代以后才开始显现的。 艾尔金斯（Ｊａｍｅｓ Ｅｌｋｉｎｓ）在 ２００３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说：“根据一种常见的宗谱解读，尽管皮尔斯是符号学之父，但他的理论直到最近才被认为与索绪尔

的理论一样重要。”①艺术符号学研究中的“反语言中心主义”，使皮尔斯符号学逐渐产生了越来越大

的影响力。 然而，语言作为人类符号活动“最惊人的成果”（苏珊·朗格语），是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

符号，“结构主义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同时也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创始人，这使得语言学与符号学

经常纠缠在一起，即使当今符号学艺术史的代表人物明确“建议艺术史的符号学转向，而不是语言学

转向”②，也无法在符号学研究中把语言学排除出去，或“肃清”语言学主流地位的影响。
语言学是一门比符号学更早产生、更为成熟也更为科学的学科。 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曾经说：“引诱符号学研究走上歧途的诱惑之一便是放弃对一门‘语言’基本特征的再发现，而选

择从最复杂的现象入手。 在符号学纷杂的分支里，只有作为其中的大姐（也或者是母亲）的语言学，
在其起步阶段曾机警地避免了对文本分析的沉迷。”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学在符号学中的地位

及其与符号学的关系。 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已经有了与语言学相关的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
对语言的科学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也在 １９ 世纪初就产生了。④ 甚至在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现代

符号学产生之前，语言学、语文学和文献学的视野和方法已经进入了艺术史研究领域。 因此，“符号

学艺术史”可以说是从“语言学艺术史”开始的。 如果我们以现代符号学思想进入艺术史领域作为一

个分水岭，那么艺术史领域早期的语言学实践，也可以看作符号学艺术史的“史前史”。 很多学者都

在不同程度上运用过语言学方法研究艺术史，因此也可以说他们都参与谱写了符号学艺术史的“史
前史”。

里格尔（Ａｌｏｉｓ Ｒｉｅｇｌ）曾把词源学方法应用于纹样研究。 早在 １８９９ 年，他就进行了名为“视觉艺

术的历史语法”的讲座，并随后出版了同名著作。⑤ 海因里希·沃尔夫林（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Ｗöｌｆｆｌｉｎ）在其代表

作《艺术史的基本原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又译《艺术风格学：美术史的基本概念》）中，曾提出

艺术史上的五对范畴。 根据唐纳德·普雷齐奥西（Ｄｏｎａｌｄ Ｐｒｅｚｉｏｓｉ）的看法，沃尔夫林的这一艺术史研

究受到他身为“语言学家和语言史学者”的父亲———爱德华·沃尔夫林（Ｅｄｕａｒｄ Ｗöｌｆｆｌｉｎ）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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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林的《原理》就是试图按照语言学演变的类似模型来描述视觉变化；语言学演变在 １９ 世纪后

期被认为是根据一种内在的结构的或系统的逻辑而发生的，而不是作为实际应用或社会上下文的

反映。”①

对语言学进入艺术史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还有维也纳美术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施洛塞尔（Ｊｕｌｉｕｓ
ｖｏｎ 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ｒ）。 施洛塞尔多次怀着感恩的心情谈到意大利美学家、语言哲学家克罗齐（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ｏ
Ｃｒｏｃｅ）和德国语言学家福斯勒（Ｋａｒｌ Ｖｏｓｓｌｅｒ）对他的影响。 他说：“２０ 世纪初那个重要事件发生时，即
１９０３ 年克罗齐的《作为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 （Ｅｓｔｅｔｉｃａ ｃｏｍｅ ｓｃｉｅｎｚａ ｄｅｌｌａ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出
版”，“正是这部作品开始了我与克罗齐这位伟大的南意大利人之间数十年的神交”；“１９２３ 年福斯勒

将自己的《语言哲学文集》（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ｎ Ａｕｆｓäｔｚｅ ｚｕｒ Ｓｐｒａｃ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献给我，这是我寂寥人生中最大

的荣誉之一”。② 受到克罗齐的语言哲学美学和福斯勒的语言学的启发，施洛塞尔发表了《造型艺术

的“风格史”和“语言史”》（“Ｓｔｉｌ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ｕｎｄ “Ｓｐｒａｃ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ｂｉｌｄｅｎｄｅｎ Ｋｕｎｓｔ：ｅｉｎ Ｒüｃｋｂｌｉｃｋ），
对天才艺术和一般的艺术进行区分，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是否存在对应于文字语言的造型艺术的

语言？”③尽管施洛塞尔通过文学史与语言史之间的区别，类推出风格史与艺术语言史的区别的做法，
受到了一些艺术史家的质疑，但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施洛塞尔把语言学、语言哲学应用于美术史研究

的事实。
与施洛塞尔一样，瓦尔堡（Ａｂｙ Ｗａｒｂｕｒｇ）也是运用语言学研究艺术史的先行者。 贡布里希（Ｅｒｎｓｔ

Ｈ． Ｇｏｍｂｒｉｃｈ）在《瓦尔堡思想传记》（Ａｂｙ Ｗａｒｂｕｒｇ：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中谈道：“瓦尔堡将艺术家

表现手段的这种扩展，与赫尔曼·奥斯特霍夫［Ｈｅｒｍａｎｎ Ｏｓｔｈｏｆｆ］在讲座《论印欧语系语言的最高级》
［‘Ｖｏｍ Ｓｕｐｐｌｅｔｉｖｗｅｓｅｎ ｄｅｒ ｉｎｄｏｇｅｒｍａｎｉｓｃｈｅｎ Ｓｐｒａｃｈｅｎ’］中曾描述过的一种语言现象相比较。 这个讲

座围绕着这样一项观察，印度雅利安诸语言常常不是由同一个词根形成比较级”；对于这一现象，瓦
尔堡自己也谈道：“我发现了一些用于这种描绘的程式，我不想过高估计它们，但是在视觉艺术领域

存在着一个现象，与奥斯特霍夫在语言学中观察到的一样———对最高级中所使用的词根进行转换和

增补”。④

对于艺术史领域的早期语言学实践，刘昌奇在他的博士论文《贡布里希语言学视域与“图像符号

学”研究》中曾进行过比较详细的梳理和考察。⑤ 根据贡布里希的看法，潘诺夫斯基（Ｅｒｗｉｎ Ｐａｎｏｆｓｋｙ）
也是把符号学运用于图像学研究的先驱。⑥ 实际上，在将现代符号学运用到艺术史研究之前，潘诺夫

斯基早就关注到语言学和语文学对于艺术史研究的意义，他在 １９１５ 年发表的论文《造型艺术中的风

格问题》（“Ｄａ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ｄｅｓ Ｓｔｉｌｓ ｉｎ ｄｅｒ ｂｉｌｄｅｎｄｅｎ Ｋｕｎｓｔ”）中曾涉及语言的字面义（ｅｉｇ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和寓意

（üｂｅｒｔｒａｇｅｎｅｎ）。⑦ 而在 １９２０ 年的论文《艺术意志的概念》（“Ｄｅｒ Ｂｅｇｒｉｆｆ ｄｅｓ Ｋｕｎｓｔｗｏｌｌｅｎｓ”）中，在谈到

对艺术意志、艺术意义的阐释时，他进一步引入语言学和语文学的视野，认为借助“语词”或“文献资

料”对于解释艺术作品具有极大价值，语言文本或语言陈述作为艺术作品或艺术解释的存在方式，它
的任何改变都会影响到艺术作品的意义。 他说：“正如对原始文本作不完善的复制或后来加以改正

会使语言学文本（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ｅｘｔ）遭受损失，艺术作品也是如此，会因后来的某些觉察不出的改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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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美］唐纳德·普雷齐奥西主编：《艺术史的艺术：批评读本》，易英、王春辰、彭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０７ 页。
［奥］施洛塞尔等：《维也纳美术史学派》，陈平编选，张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３９、７５ 页。
张平：《施洛塞尔：造型艺术的“风格史”和“语言史”》，《新美术》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英］Ｅ． Ｈ． 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李本正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０２、２０３ 页。
参见刘昌奇：《贡布里希语言学视域与“图像符号学”研究》，南京大学 ２０１９ 年博士论文，第 ４３ 页。
参见 Ｅ． Ｈ． Ｇｏｍｂｒｉ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Ｗｏｒｋ（ ｓ）： Ｓｉｇｎ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ｏｒｒ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Ｖｏｌ．３１， Ｎｏ．１

（１９４９）， ｐ．７２．
参见范白丁：《从眼睛到精神———艺术科学中关于风格问题的一次交锋》，《美术观察》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文艺理论与批评新探索 山东社会科学　 ２０２４·４

建、复涂或对未完成作品作狗尾续貂）而丧失其客观面貌。 正如一个特定的词由于语言惯用法的变

化而改变了它的含义，并由此改变了语言学命题的整个要旨，同样，在整个艺术有机体之内，任何局部

现在也可用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解释，所以在形式上会对我们产生完全错误的影响。”①潘诺夫

斯基最早涉及符号学的成果是他 １９２７ 年发表的《作为符号形式的透视》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Ｆｏｒｍ），其中他运用卡西尔的术语“符号形式”（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ｆｏｒｍ，又译“象征形式”）来谈透视。② 《论视觉

艺术作品的描述与解释问题》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ｒｔｓ”）也是潘诺夫斯基较早运用符号学的成果。 而在 １９３９ 年出版的《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

术的人文主题》（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Ｉｃｏｎｏｌｏｇｙ：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和 １９５５ 年出版的

《视觉艺术的含义：艺术史论文》（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ｒｔ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ａｎｄ ｏｎ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中，潘诺夫斯

基对符号学的运用变得更加自觉。 潘诺夫斯基也因其在艺术史研究中运用语言学和符号学取得突出

成就，而被称为“艺术界的索绪尔”。 尽管如此，他的艺术史研究对于符号学的运用，相较于后来的学

者仍显得较为隐晦和不系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隐含的符号学”。③

在西方艺术史领域，贡布里希的语言学、符号学视野要更加自觉、更为系统，他不仅把语言学、符
号学自觉地运用于艺术史研究，还自觉地建构了符号学艺术史研究的传统，明确地提出了“图像符号

学”。 因此，刘昌奇认为贡布里希才是西方“符号学艺术史的真正奠基人”。 贡布里希最早涉及语言

学、符号学的成果，是他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年间为博多尼（Ｊｏｓｅｆ Ｂｏｄｏｎｙｉ）的博士论文《古典晚期绘画构图中

金色基底的起源和意义》 （“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 ｕｎｄ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 ｄｅｓ Ｇｏｌｄｇｒｕｎｄｅｓ ｉｎ ｄｅｒ ｓｐäｔａｎｔｉｋｅｎ Ｂｉｌｄｋ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撰写的书评。④ 此外，他在 １９４８ 年发表的《象征的图像》（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Ｉｍａｇｅｓ）和 １９４９ 年为莫里斯

《符号、语言和行为》一书所作的书评中，也进一步探讨了符号学艺术史的问题。 文中，他对莫里斯忽

视图像符号学研究明确表示不满，指出“在莫里斯先生三十多页的书目中，我们只找到两条关于绘画

艺术的内容”，“在图像符号方面的研究，像瓦尔堡和潘诺夫斯基这样的先驱者的著作是缺席的”，并
批评莫里斯在“区分‘艺术’的语言特征和视觉符号的语言特征方面的态度是相当模糊和犹疑的”，认
为“对于莫里斯提出的语言与图像的关系仍然需要用一个一般图像学来澄清”；同时，他也指出，如果

说“图像可能存在于莫里斯所说的‘后语言符号’ （ｐｏｓ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ｙｍｂｏｌ）中，是没有争议的”。⑤ 由此

可以看出，贡布里希不仅将瓦尔堡、潘诺夫斯基视作“图像符号学”研究的先驱，而且对于图像符号学

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 在他看来，“图像语言”作为一种“视觉符号”，与广义上的“艺术语言”是不同

的，一般的逻辑语言符号学无法对等地直接运用到图像语言的研究中。 此外，贡布里希对符号学

艺术史的贡献还体现在他 １９５１ 年发表的《木马沉思录———艺术理论文集》（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 Ｈｏｂｂｙ
Ｈｏｒｓ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ｔ）和其代表作《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
（Ａｒｔ ａｎｄ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中。

迈耶·夏皮罗（Ｍｅｙｅｒ Ｓｃｈａｐｉｒｏ）也是较早运用符号学进行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学者。 不愿承认贡

布里希在符号学艺术史中地位的英国新艺术史家诺曼·布列逊（Ｎｏｒｍａｎ Ｂｒｙｓｏｎ），在他与荷兰学者米

克·巴尔（Ｍｉｅｋｅ Ｂａｌ）合写的长文《符号学与艺术史》（“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中认为，从某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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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德］欧文·潘诺夫斯基：《艺术意志的概念》，陈平译，载［奥］施洛塞尔等：《维也纳美术史学派》，陈平编选，张平等译，北京大

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２５ 页。
参见 Ｅｒｗｉｎ Ｐａｎｏｆｓｋ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Ｆｏｒｍ， Ｔｒａｎ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 Ｗｏｏ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Ｚｏｎｅ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９１， ｐｐ．４０－４１．
参见孙琳：《“隐含的符号学”：潘诺夫斯基图像解释学研究》，南京大学 ２０２２ 年博士论文，第 ４ 页。
参见刘昌奇：《符号学艺术史学源流新释：从贡布里希到诺曼·布列逊与米克·巴尔》，《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Ｅ． Ｈ． Ｇｏｍｂｒｉ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Ｓｉｇｎ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ｏｒｒ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Ｖｏｌ．３１， Ｎｏ．１ （１９４９），

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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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说，符号学的观点早已存在于艺术史之中。 李格尔（Ａｌｏｉｓ Ｒｉｅｇｌ）和潘诺夫斯基的研究结果与皮

尔斯、索绪尔的基本原则相互呼应，而迈耶·夏皮罗的重要论述则直接涉及视觉符号学中的某些问

题。① “与美国的任何学者一样，夏皮罗通过毫不费力地吸收沃尔夫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范式转变，
将艺术视为‘视觉语言’，加强了视觉（或形式）分析的术语。 夏皮罗以前所未有的严谨绘制艺术品的

视觉语法。”②夏皮罗比较早地运用符号学的文章，应该是 １９４５ 年发表的《魔鬼的捕鼠器：梅洛德祭坛

画的象征意义》（“‘Ｍｕｓｃｉｐｕｌａ Ｄｉａｂｏｌｉ，’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Ｍéａｒｏｄｅ Ａｌｔａｒｐｉｅｃｅ”），该文从符号学角度

对梅洛德祭坛画的三重不同象征含义进行了解读。③ 夏皮罗比较系统地运用符号学研究艺术史的著

作应该是其 １９７３ 年出版的《语词与图画：论文本插图的字面义和象征义》（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ｅｘｔ）。 此外，他的另一部与艺术符号学直接相关的著作

《词语、题铭与图画：视觉语言的符号学》（Ｗｏｒｄｓ， Ｓｃｒｉｐｔ， ａｎｄ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收
录了《语词与图画：论文本插图的字面义和象征义》的内容，并对图画中的词语、文字进行了专门探

讨，提出了视觉语言的符号学。④ 高薪的《夏皮罗的艺术符号学———在文艺研究符号学范式变革的语

境下》一文，对夏皮罗的艺术符号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探讨。⑤

尽管符号学从 ２０ 世纪初就开始进入艺术史领域，但其真正引起广泛关注的标志是新艺术史家们

把符号学大张旗鼓地引入艺术史研究中。 诺曼·布列逊的《语词与图像：旧王朝时期的法国绘画》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 ：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 Ｒéｇｉｍｅ）、《视觉与绘画：注视的逻辑》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ｚｅ）和《传统与欲望：从大卫到德拉克罗瓦》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ｒｅ： Ｆｒｏｍ
Ｄａｖｉｄ ｔｏ Ｄｅｌａｃｒｏｉｘ），被视作新符号学艺术史“三部曲”。 尽管布列逊在其构建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对贡

布里希的不公正评价，并因此招致众多批评，但他通过“系统运用语言学和符号学”，打开艺术史研究

“新局面”，积极建构“符号学艺术史”的努力和贡献也不容忽视。⑥ 米克·巴尔和诺曼·布列逊合作

的《符号学与艺术史》一文，对于把符号学引入艺术史具有某种迟到的“宣言”性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来，西方艺术符号学研究获得更迅速的发展，以米克·巴尔为代表的符号学艺术史和符号学艺术批

评获得新的成就，并且艺术符号学研究的跨学科视野更加突出。 《解读伦勃朗：超越字像对立》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ｅｍｂｒａｎｄｔ：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Ｉｍａｇ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和《引述卡拉瓦乔：当代艺术，荒谬的历史》
（Ｑｕｏｔｉｎｇ Ｃａｒａｖａｇｇｉｏ：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ｔ， Ｐｒｅｐｏｓｔｅｒｏｕ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是米克·巴尔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符号学

艺术史研究的代表作。 段炼指出，巴尔的研究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将静止的图像符号引申为动态

的行为和事件”，在理论和方法上发展出一种“视觉叙事符号学”，她也因此“成为 ２０ 世纪末西方艺术

史符号学领域的跨界原创性学者”。⑦

二、从“再现”到“呈现”：艺术符号学基本理论建构的进程

前面我们大致梳理了符号学进入艺术史的早期历史。 当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等艺术史家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运用现代符号学研究图像学和艺术史的时候，布拉格语言学派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穆卡

洛夫斯基（Ｊａｎ Ｍｕｋａｌｏｖｓｋｙ），也于 １９３４ 年发表了具有开创性的论文《作为符号事实的艺术》（“Ａｒｔ 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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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Ｍｉｅｋｅ Ｂ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ｎ Ｂｒｙｓｏｎ，“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Ｖｏｌ．７３， Ｎｏ．２（１９９１）， ｐ．１７４．
Ｃｈｒｉｓ Ｍｕｒｒａｙ （ｅｄ．）， Ｋｅｙ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ｏｎ Ａｒｔ：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３， ｐ．２０９．
参见 Ｍｅｙｅｒ Ｓｃｈａｐｉｒｏ， “‘Ｍｕｓｃｉｐｕｌａ Ｄｉａｂｏｌｉ，’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Ｍéａｒｏｄｅ Ａｌｔａｒｐｉｅ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３ （１９４５），

ｐ．１８３．
参见［美］迈耶·夏皮罗：《词语、题铭与图画：视觉语言的符号学》，沈语冰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７６—７７ 页。
参见高薪：《夏皮罗的艺术符号学———在文艺研究符号学范式变革的语境下》，《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曹亚鹏：《诺曼·布列逊符号学艺术史论研究》，南京大学 ２０２２ 年博士论文，第 １３１ 页。
［荷］Ｍｉｅｋｅ Ｂａｌ 著，段炼编：《绘画中的符号叙述：艺术研究与视觉分析》，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编者的话”第 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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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Ｆａｃｔ”），探讨了艺术的符号本质，区分了艺术符号的三个层面以及自律和交流两大功能等艺

术理论基本问题。 这篇论文原是穆卡洛夫斯基参加国际哲学大会的发言稿，后被收录在由拉迪斯拉

夫·马泰伊卡（Ｌａｄｉｓｌａｖ Ｍａｔｅｊｋａ）和欧文·蒂图尼克（Ｉｒｗｉｎ Ｒ． Ｔｉｔｕｎｉｋ）合编的文集《艺术符号学：布拉

格学派的贡献》 （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ｒｔ： Ｐｒａｇｕ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中。 该文集出版后，韦勒克 （ Ｒｅｎé
Ｗｅｌｌｅｋ）等一众大家都为它写了书评，对穆卡洛夫斯基和布拉格学派在建构艺术符号学方面所做的贡

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韦勒克在书评中写道：该文“非常清楚地陈述了一种观点，即艺术作品应该被视

为一种符号系统。 因此，它不能与作者或接受者（读者、听众或观众）的心理状态相等同，当然也不能

与实物相等同。 符号系统与它所指的实在有一种偏向的关系。 它有自己的结构、体现价值，但不一定

都是审美的”；韦勒克还对学界忽视布拉格学派在艺术符号学方面的贡献表示不满，认为此文集“纠
正了历史上的不公正”，因为“最近人们对符号学的兴趣几乎完全集中在法国结构主义者或苏联塔尔

图学派的使用上”，完全忽视了布拉格学派在发展艺术符号学方法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①

穆卡洛夫斯基虽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艺术的符号本质，但没有深入探讨艺术符号自身的性质。
在这一方面，苏珊·朗格（Ｓｕｓａｎｎｅ Ｋ． Ｌａｎｇｅｒ）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苏珊·朗格关于符号学艺术理论

的奠基之作应是初版于 １９４２ 年的《哲学新解：理性、仪式与艺术中的符号研究》（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ａ Ｎｅｗ
ｋｅ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Ｒｉｔｅ， ａｎｄ Ａｒｔ），其代表作被认为是《情感与形式》（Ｆｅ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ｒｍ，又译《感受与形式》）。 与这部著作紧密相关的《艺术问题》（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Ａｒｔ），也直接关系到艺

术符号学问题。 苏珊·朗格受逻辑分析哲学、怀特海（Ａｌｆｒｅｄ Ｎｏｒｔｈ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过程哲学和卡西尔新

康德主义哲学影响，尤其是继承和发展了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把语言、神话、宗教、艺
术、科学都作为人类创造的文化符号的观点，提出了“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②的定义。
但在朗格发表这一具有广泛影响的观点之前，她在《哲学新解：理性、仪式与艺术中的符号研究》中提

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更有启发意义的有关艺术符号性质的观点：将符号区分为“推论性形式” （ｄｉｓ⁃
ｃｕｒｓｉｖｅ ｆｏｒｍｓ）和“呈现性形式”（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ｍｓ），并把以音乐为代表的艺术视作“呈现性符号”。③

然而，由于学界通常将“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ｍｓ”翻译为“表象性形式”，朗格的这一区分通常被称作“推论

性符号”与“表象性符号”，使得学界长时间以来对朗格提出的“呈现性符号”这一概念缺乏关注。 或

许连朗格自己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她这一观点的价值，因为她在后来的《情感与形式》中几乎没有再提

“呈现性形式”，而只谈到了“情感形式”。 在这里，朗格既将艺术符号的意义追溯至艺术之外的人类

情感的表现（或替代），又坚持认为“艺术作品的意义恰恰就在符号自身”，因此导致自相矛盾，其根源

在于她潜在地坚持的皮尔斯“替代论”意义上的再现符号观，与她体认到的艺术符号的“呈现性”性质

相龃龉。④ 尽管如此，朗格早期这一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对于理解艺术符号的性质仍然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呈现性符号”的当代意义和当代艺术符号学的理论建构，我们可以参考一篇与

朗格的观点有相通之处的文章，即梅尔文·阿莱克森伯格（Ｍｅｌｖｉｎ Ｌ． Ａｌｅｘｅｎｂｅｒｇ）于 １９７６ 年发表的

《当代艺术形式的符号学分类》（“Ａ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ｔ Ｆｏｒｍｓ”）。 该文从符号学角

度对当代艺术进行分类，提出旧的“再现性艺术”（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形式正在被转化，而新的“呈现

性艺术”（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形式正在兴起。 阿莱克森伯格认为，“再现性艺术”是运用一种“事后（ａｆ⁃

７２１

①

②
③

④

Ｒｅｎé Ｗｅｌｌｅｋ ，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ｒｔ： Ｐｒａｇｕ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Ｌ． Ｍａｔｅｊｋａ ａｎｄ Ｉ． Ｒ． Ｔｉｔｕｎｉｋ，” ｉｎ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
Ｏｔｏñｏ １９７６， Ａñｏ １， Ｎｏ． ３， ｐ．３６１．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５１ 页。
参见 Ｓｕｓａｎｎｅ Ｋ． Ｌａｎｇｅｒ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ａ Ｎｅｗ ｋｅ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Ｒｉｔ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９， ｐｐ．７９－１０２．
参见赵奎英：《试论艺术作为出场符号》，《文学评论》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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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ｔｈｅ－ｆａｃｔ）符号”，对过去曾经是或可能是的事情加以再现，“呈现性艺术”则是对当下、未来的选择

或过去、未来之间的联系在当下的即时性中加以呈现。 “呈现性艺术”可进一步分为“同一性呈现”
“先验性呈现”和“对话性呈现”。 阿莱克森伯格写道：“同一性艺术呈现作为它本身的某物。 它是一

种呈现性或显现性而非再现性的艺术形式。 它并不像其他事物也并不指示其他事物。 它作为它本身

来显示自己。”①根据阿莱克森伯格的看法，“呈现性艺术”不只是当代艺术的一种类型，它实际上还是

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趋势。 这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兴起，又会导致“艺术本质的主要改变，要求艺术定

义本身被重新思考、重新形成和拓展”，进而影响到“艺术教育”。②

关于艺术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建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是尼尔逊·古德曼（Ｎｅｌｓｏｎ Ｇｏｏｄｍａｎ），
他在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艺术的语言———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ｏｆ Ａｒｔ：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ｙｍｂｏｌｓ）。 该书虽然以“艺术的语言”为名，但实际上是一部艺术符号学专著，其副标题

便是“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 如前所述，语言学、符号学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 一是语言本身就是

最典型、最大类别的符号，这使得符号学不能不研究语言符号；二是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语

言指的是人类的有声语言，广义的语言则是指一切可以用来交流的或可以进行释义的符号系统。
“艺术语言”这个概念通常是在广义上使用的，它不仅包括文学艺术的语言，还涵盖了所有艺术类型

的语言。 因此，古德曼研究的这种广义上的“艺术语言学”实际上就是“艺术符号学”。 他深入探讨了

艺术符号的再现、指谓、例示等问题，并提出了“记谱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审美症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等概念和观点。 古德曼另一部与艺术符号学相关的著作是《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Ｗａｙ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ｍａｋｉｎｇ），“何时是艺术”的著名观点正出自这本书。

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提出了许多颠覆传统、引
人深思的观点。 其中，最具挑战性的观点之一便是他的“图像符号再现观”。 古德曼对图像符号再现

问题的探讨，涉及艺术符号的性质。 他认为，再现并非简单的“模仿”，也不仅仅基于“相似性”，更不

是单纯的“指谓”。 再现首先必须作为“图像符号”起作用，“一个指谓符号是否是再现性的符号，这不

取决于它是否类似于它所指谓的东西，而是取决于它自身与一个特定系统中的其他符号之间的关

系”，取决于它是否存在于一个“彻底密集的系统”。③ 古德曼还提出，“艺术中的再现很少是明确的

实际再现”，主要是一种“虚构的再现和再现—为”，它是“例示问题”，而例示的特征和功能是“显
示”，具有一种“审美征候”；将“例示”看作一种审美征候，在古德曼看来是对传统的一种让步，“这种

传统将审美的与直接的和不透明的（ｎ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联系起来，因而主张审美对象被认为是某种是其

自身的东西，而不是表示任何别的东西的东西”。④ 由此来看，古德曼所说的这种“例示符号”与前面

所说的“呈现性符号”之间具有明显的相通之处。 例示不是代表符号之外的别的东西，而是对例示对

象的直接显示。
古德曼虽然仍然在使用“再现”一词，但实际上已经颠覆了传统意义上以符号与对象的相似性关

系为基础、以“代表”“代替”为功能的“再现”观。 在这里，一个图像符号是否构成再现，并不取决于

这个图像符号与对象是否相似，而是取决于这个图像符号与所在图像符号系统中的其他符号是否相

关，以及这个符号是否存在于一个具有密集性的系统之中。 这样一来，他就把判断再现的标准从纵向

的“符号与对象”的关系转移到横向的“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上来了。 从这一点来看，它类似于结

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 但古德曼并没有完全走向语言形式主义或语言相对主义，因为他没

８２１

①
②
③
④

Ｍｅｌｖｉｎ Ｌ． Ａｌｅｘｅｎｂｅｒｇ， “Ａ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ｔ 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Ａｒ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７， Ｎｏ．３（１９７６）， ｐ．９．
Ｍｅｌｖｉｎ Ｌ． Ａｌｅｘｅｎｂｅｒｇ， “Ａ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ｔ 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Ａｒ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７， Ｎｏ．３（１９７６）， ｐ．７．
［美］纳尔逊·古德曼：《艺术的语言———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彭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７３ 页。
［美］纳尔逊·古德曼：《艺术的语言———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彭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９２—１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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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全否定指谓对象的存在，还同时坚持艺术符号的再现是一种“例示”，具有一种“审美征候”。 这

种例示的特征和功能在于“显示”，在这里，例示符号与例示对象之间仍然存在某种关系。 由此来看，
他又试图把“符号与对象”的关系与“符号与符号”的关系结合起来。①

古德曼的这种“图像符号再现观”，一方面与他自己的“严格限制的相对主义”立场直接相关，另
一方面也受到贡布里希的明显影响。 然而，后者的影响在学界往往被忽视。 在贡布里希看来，那种纯

粹模仿意义上的“再现”是不存在的。 因为无论是艺术家的创作还是欣赏者的欣赏，都会以自己的心

理图式对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进行改造，用自己能够驾驭、能够理解的方式加以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
贡布里希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始终是与语言问题、符号问题结合在一起的。 他指出：“在语言中，模仿

自然当然并不重要。 我们要模仿的是彼此的言语”；“康斯特布尔所选择的题材，亦即风景画艺术，最
初并不是从研究自然的形相开始的；它已经在诸如各种类型的诗歌———史诗［图 ３０６］或田园诗［图
３０７］———所能反映出的那样一些调式［ｍｏｄｅｓ］或情调［ｍｏｏｄｓ］系统之中发展起来”。② 古德曼正是在

引用了贡布里希关于康斯特布尔风景画的相关论述后说：“一幅看起来酷似自然的图像，常常意味着

它看起来符合自然通常被绘制的方式。”③由此可以看出，古德曼的“图像符号再现观”与贡布里希观

点之间的关系。
由此也可以看出，贡布里希的“图像符号再现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再现观，而是对传统再现观

的解构。 这种解构以他的语言观、符号观为基础，是他建构的“图像符号学”和“图像语言学”的一部

分。 但由于《艺术与错觉》一书的副标题为“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人们经常据此把贡布里希的艺

术理论归为传统的再现理论，从而忽视了他在符号学艺术史和艺术符号学理论建构方面所做出的开

创性贡献。 其实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最初的名字是《可见世界和艺术语言》，用他自己的话说，
这本书“有点像是图像的语言学”，只是因为出版社嫌名字长才做了修改。④ 英国学者理查德·伍德

菲尔德（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ｏｏｄｆｉｅｌｄ）较早地对贡布里希的语言学、符号学艺术史和艺术理论贡献进行了系统

分析，他在为贡布里希《敬献集：西方文化传统的解释者》（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Ｏｕ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所撰的书评《贡布里希论语言与意义》（“Ｇｏｍｂｒｉｃｈ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中写道：“贡布里

希的语言观与众不同：它不是简单的语法或句法，而是整合了先前的语言学著作和社会的言语习

惯———因此它比人们想象得更加丰富，更令人充满期待。”⑤通过对这些观点的梳理和考察，我们可以

看出 ２０ 世纪西方艺术符号学基本理论建构的大致进程，以及艺术符号性质问题上表现出的某种从

“再现”到“呈现”的转换理路。

三、“语词”与“图像”：视觉艺术符号学的基本问题

“艺术”这一概念从外延上看，有广义、狭义之分。 最广义上的“艺术”概念包含所有艺术类型，包
括文学艺术；最狭义上的“艺术”概念则是指那些为审美目的创造出来的视觉造型艺术，这在中国的

学科体系中通常被称为“美术”。 除了这两种极端的定义之外，还有一种折中的“艺术”概念，那就是

指“视觉艺术”。 我们看到的很多名为“艺术史”的著作，实际上就是“视觉艺术史”，这种情况使得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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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词与物”与“词与词”结合的问题，详见赵奎英：《混沌的秩序：审美语言基本问题研究》，花城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８１—
１０３ 页。

［英］Ｅ． Ｈ． 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译，杨成凯校，浙江摄影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版，第 ４４０、４５８ 页。
［美］纳尔逊·古德曼：《艺术的语言———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彭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３２—３３ 页。
参见［英］Ｅ． Ｈ． 贡布里希：《艺术与科学：贡布里希谈话录和回忆录》，杨思梁、范景中、严善淳译，浙江摄影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第 ８３ 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ｏｏｄｆｉｅｌｄ， “Ｇｏｍｂｒｉｃｈ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Ｖｏｌ．２５， Ｎｏ．４（１９８５）， ｐ．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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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符号学文献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视觉艺术符号学的研究。 我们前面谈到的将符号学引入艺术史

的几位早期代表人物———李格尔、沃尔夫林、瓦尔堡、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夏皮罗等———也都是视

觉艺术史家，这促使我们在谈论 ２０ 世纪西方艺术符号学时不得不重视“视觉艺术符号学”的问题。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夏皮罗在第二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视觉艺术符号学的几个问题：图

象—符号的载面与载体》（“Ｏｎ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ｒｔ：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ｉｎ Ｉｍａｇｅ
－Ｓｉｇｎｓ”）的演讲，曾对“图象—符号的载面与载体”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① 夏皮罗所提出的“图象—
符号的载面与载体”问题，是视觉艺术符号学中极为重要且具体的问题，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视觉艺术符号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涵盖四个层面：第一是视觉艺术语言自身的问题，包括视觉艺术语言

的性质、特征、构成要素、句法规则、修辞方式等。 人们对所谓视觉单位、视觉语法、视觉修辞、视觉透

视等问题的考察，都属于这一层面。 第二是视觉艺术史语言的问题，包括视觉艺术史写作中所使用的

语言、描述和解释的方法以及修辞方式，如艺格敷词等研究。 第三是视觉艺术史语言与视觉艺术图像

语言之间的关系，即语词与图像的关系。 第四是传统的具有主题的视觉艺术如历史绘画等，还存在视

觉图像与其生成所依据的文献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三、四个层面的问题，实际上也可以分别归属

于第一、二个层面，它们的共同问题就是语词与图像的关系。 其实在视觉艺术语言自身层面，也可能

存在语词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因为图画之中也可能存在语词。 夏皮罗的《词语、题铭与图画：视觉语

言的符号学》，探讨的正是这个层面上的语词与图像关系问题。② 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词与图像的关

系是整个视觉艺术符号学的基本问题之一。
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夏皮罗、巴克森德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ｘａｎｄａｌｌ）、布列逊等杰出的艺术史与艺术

理论家，都曾专门探讨过语词与图像的关系。 如夏皮罗的《语词与图画：论文本插图的字面义和象征

义》、贡布里希的《２０ 世纪艺术中的图像和语词》（“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ｄ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ｒｔ”）、巴克

森德尔的《关于绘画的语词：７ 篇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批评论文》（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Ｓｅｖｅｎ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Ａｒｔ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和布列逊的《语词与图像：旧王朝时期的法国绘画》等。 夏皮罗在《语
词与图画：论文本插画的字面义和象征义》中说：“在欧洲，从古代晚期到 １８ 世纪，视觉艺术的很大一

部分都是再现从书面文本中选取的主题。 画家和雕刻家的任务是把宗教、历史或诗歌等文字翻译成

视觉形象。 的确，许多艺术家并没有参考文本，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复制了一种现存的错觉。 但是，对
于我们今天来说，那个复制品的可解性，就像原作一样，最终取决于它通过图片中可识别的物体形式

和文字所表示的动作，与已知文本的对应关系。 我们进一步假设，图像对应于与文字相关的概念或记

忆图像。”③巴克森德尔曾经说：“对于艺术史（或者艺术批评）这门学科，我最担心的问题分为两个方

面。 第一方面，将语言和艺术品的视觉特征相匹配的相当无端的行为，这是我们的主要问题。 第二方

面，人们如何能够或者不能够阐释艺术品的特征与其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④这两位学者从不同方

面揭示了语词与图像之间的复杂对应关系：夏皮罗侧重于视觉艺术图像与文本文献中的语词的关系，
巴克森德尔关心的则是艺术史语言与视觉艺术图像的关系。

如果沿着这几个层面反观艺术视觉符号学，我们认为，圣－马丁（Ｆｅｒｎａｎｄｅ Ｓａｉｎｔ－Ｍａｒｔｉｎ）的《视觉

语言的基本要素》（“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赫弗南（Ｊａｍｅｓ Ａ． Ｗ． Ｈｅｆｆｅｒｎａｎ）的《视
觉艺术中的相似、意指与隐喻》（“Ｒｅ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ｒｔｓ”）和夏皮

０３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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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美］夏皮罗：《视觉艺术符号学的几个问题：图象—符号的载面与载体》，陆正兰、赵毅衡译，载周宪主编：《艺术理论基本

文献·西方当代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３７ 页。
参见［美］迈耶·夏皮罗：《词语、题铭与图画：视觉语言的符号学》，沈语冰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２ 年版。
Ｍｅｙｅｒ Ｓｃｈａｐｉｒｏ，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Ｔｅｘｔ，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１９７３， ｐ．９．
［英］迈克尔·巴克森德尔：《艺术史的语言》，戴丹译，《新美术》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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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的《作为符号形式的正身像与侧身像》（“Ｆｒｏ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ｓ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Ｆｏｒｍｓ”），都是侧重于视觉

艺术语言自身层面问题的重要文献。 潘诺夫斯基的《论视觉艺术作品的描述与解释问题》属于艺术

史语言层面的探讨，主要关注如何运用艺术史语言来描述和阐释视觉艺术图像的问题。 贡布里希的

《２０ 世纪艺术中的图像和语词》则是他在晚年对 ２０ 世纪视觉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语词与图像

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探讨的重要成果。
在对视觉艺术语言自身层面问题的探讨上，圣－马丁的《视觉语言的基本要素》一文具有重要的

开拓意义。 时至今日，如何确定视觉语言的基本要素仍是构建视觉符号学的“绊脚石”。 这一问题如

不解决，我们很难说已经建立起了“视觉艺术符号学”。 只有确立了视觉艺术语言的基本构成单位与

要素，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如何将视觉要素组织起来的视觉句法等问题。 尽管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充

分解决，但圣－马丁通过对视觉感知结构和机制的考察，将视觉艺术语言的最小单位定义为“色位”
（ｃｏｌｏｒｅｍｅ），对视觉艺术符号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① 在视觉艺术史语言研究层面，除了我们提到

的潘诺夫斯基的相关文章外，巴克森德尔的一些研究同样值得专门探讨。

四、跨门类、跨媒介、跨学科的艺术符号学

前面我们对符号学艺术史、艺术符号学基本理论和视觉艺术符号学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归纳、梳
理和探讨，然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学界，目前的艺术符号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绘画、音乐、电影等各

门类艺术的符号学研究上，以及把符号学应用于具体作品或某一类艺术现象的批评、解读、分析上。
因此，在 ２０ 世纪西方的艺术符号学研究中，“门类艺术符号学”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达米施（Ｈｕ⁃
ｂｅｒｔ Ｄａｍｉｓｃｈ）的绘画符号学研究、纳蒂埃（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Ｎａｔｔｉｅｚ）的音乐符号学研究、柯蒂斯·卡特

（Ｃｕｒｔｉｓ Ｌ． Ｃａｒｔｅｒ）的舞蹈符号学研究等，都是门类符号学研究的代表。 然而，随着跨门类、跨媒介的综

合艺术的出现，尤其当代艺术表现出突出的跨门类、跨媒介特征，这使得目前的一些门类艺术符号学

研究也表现出跨门类、跨媒介的研究倾向。 相关研究者一方面致力于探讨绘画、音乐、舞蹈等各艺术

门类的个性特点，另一方面也努力打通各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探索将各种艺术门类交叉、跨越、结合

起来的综合艺术和跨媒介艺术的复杂表现，如艾柯对戏剧表演符号、贝特曼（Ｊｏｈｎ Ａ． Ｂａｔｅｍａｎ）对运动

视听符号的跨媒介、跨门类符号学研究等。 艾柯在《戏剧表演符号学》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中指出：“在多种多样的艺术中，戏剧可谓是融合了人类的全部经验，剧场成为‘声与光’
（‘ｓｏｎ ｅｔ ｌｕｍｉｅｒｅ’）事件发生的场所，人体、器物、音乐、文学表达（文学、绘画、音乐、建筑等）在这里同

时上演。”②由此可以看出戏剧表演艺术的高度综合性。 与此相对应的戏剧符号体系，也囊括了各种

艺术类型、符号类型的跨门类、跨媒介的复杂符号。 戏剧符号学的领头人塔德乌什·柯赞（Ｔａｄｅｕｓｚ
Ｋｏｗｚａｎ）列出了戏剧表演的 １３ 种符号体系：语言、语调、面部表情、手势、身体动作、化妆、发饰、服装、
道具、布景、灯光、音乐和噪声。 即便面对这样一份详尽的清单，艾柯仍表示“不确定这份清单是否算

得上完备”。 在艾柯看来，符号学“既可以是用来分析多样化的表意和交流系统的整体理论视角，在
这个意义上构成了借用同质化分类手段来处理所有研究对象的元语言话语体系；也可以被认为是对

多种体系的描述，从文字语言到手势，从视觉图像到身体姿态，从音乐到时尚，前提是坚持这些系统彼

此间的相异性、特殊的结构特性，以及各自的特性”③，目的是形成一种跨媒介、跨门类的综合有效的

戏剧表演艺术符号学理论。
约翰·贝特曼在 ２０１３ 年发表的文章《韩礼德系统功能符号学和运动视听图像研究》（“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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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 Ｓａｉｎｔ－Ｍａｒｔｉｎ，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１－１５．
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ａｍ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１ （１９７７）， ｐ．１０８．
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ａｍ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１ （１９７７）， ｐ．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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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ｖｉｎｇ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Ｉｍａｇｅ”）中，运用韩礼德（Ｍ．
Ａ． Ｋ．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系统功能符号学解读运动视听图像。 尽管其分析的主要是电影，但由于电影艺术本

身的综合性特征，此研究也表现出明显的跨门类、跨媒介特征。 就像文中所说的，早在 ２０ 世纪六七十

年代，就有不少学者尝试将语言符号学理论应用于电影分析，其中最具开拓性、影响最大的便是麦茨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ｅｔｚ）的电影符号学理论与实践，其理论基础主要是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 不过，很多电影

学者对于将语言符号学运用于电影分析持怀疑态度。 贝特曼的文章对既有电影符号学研究中存在的

困难进行了精准定位和分析，并运用韩礼德提出的更具综合性的系统功能符号学理论框架，对传统的

语言符号学理论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贝特曼提出了一种系统的、具有社会符号学视野的电影分析框

架，并结合具体电影片段进行实例展示，从而证明这一框架对于解释电影视听运动图像这类复杂符号

的有效性。① 约翰·贝特曼与卡尔－海因里希·施米特（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Ｓｃｈｍｉｄｔ）合著的《多模态电影

分析：电影是如何表意的》（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Ｆｉｌ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ｏｗ Ｆｉｌｍｓ Ｍｅａｎ）一书，更是对这一研究领域的

系统展现。②

艺术符号学一直是一门介于艺术学与符号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 近年来，随着符号学的快速发

展、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一些新的符号学分支不断

产生，如生态符号学、人工智能符号学、元宇宙符号学等。 这些分支的出现使得符号学与其他学科交

叉融合的可能性和空间越来越大，从而使艺术符号学的跨学科性变得更加突出。 跨学科的艺术符号

学研究涵盖了从文化符号学、社会符号学、认知科学符号学和生物符号学等角度介入艺术史、艺术理

论和美学研究的成果。 如洛特曼（Ｙｕ． Ｍ． Ｌｏｔｍａｎ）的文化符号学研究、凯斯·莫克西（Ｋｅｉｔｈ Ｐ． Ｆ．
Ｍｏｘｅｙ）的符号学与艺术社会史研究、杰克逊·巴里（Ｊａｃｋｓｏｎ Ｂａｒｒｙ）的认知科学与艺术符号学研究，以
及卡莱维·库尔（Ｋａｌｅｖｉ Ｋｕｌｌ）的生物符号学与美学研究等，都是这种跨学科研究的重要代表。

洛特曼的代表作《论符号圈》（Ｔｈｅ Ｓｅｍｉｏｓｐｈｅｒｅ）为艺术符号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文化符号学的理论

视野和框架。 “符号圈”（Ｓｅｍｉｏｓｐｈｅｒｅ，又译“符号域”）是洛特曼仿照“生物圈”提出来的一个隐喻性

概念，它为文化阐释提供了一种空间模型。 生物圈是“活物质”的“有机体的共同体”，而符号圈则是

由各种各样的符号、象征、信息组成的一个符号空间、符号宇宙或“符号半球”，各种各样的符号活动、
符号过程、符号组织、符号结构，无论是有边界的、不连续的、异质的或同质的，都在这个符号空间、符
号宇宙中存在并在这个空间整体中得到解释。③ 因此，各种艺术符号无疑也处在这样一个首尾相异

的符号圈之中，并可以参考这个空间模式或概念框架进行解释或研究。 莫克西的《符号学与艺术社

会史》（“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ｔ”）则将符号学与艺术社会学研究相结合，通过挑战内在

审美价值观，建立起一种以符号学表征理论为基础的艺术社会史。 莫克西在文章中指出，阿尔都塞

（Ｌｏｕｉｓ Ｐｉｅｒｒｅ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将意识形态等同于符号意指系统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真正革命性艺术史的

理论基础，它对传统的学科基础（如康德式或内在的美学理论）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如果意识形态以

各种文化表现形式存在，那么就无法用美学的警戒线来包围艺术作品，使其免受构成它所在文化的其

他表意系统的影响。 莫克西在主张消除内在审美价值观的同时，也坚持认为审美价值是一种社会

建构。④

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和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生态符号学和生态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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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受到关注。 卡莱维·库尔是生态符号学、生物符号学研究的代表学者，他的论文《美学的生物符

号学原理：美是完美的符号适配》 （“Ｔｈｅ Ｂｉｏ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Ｂｅａｕ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Ｆｉｔｔｉｎｇ”），从生物符号学角度考察审美问题，为艺术符号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生物符号学美学

的思路。 库尔在这里指出，符号活动不是人类独有的，以往的语言符号学所认定的为人类所独有的符

号能力，其实潜藏着生物学层面上的连续性。 各种生物主体都有自己的符号活动，各种符号活动都在

进行“符号适配”，这种适配具有逐步构建多种完美协调关系的倾向，而这一倾向是一个“审美过程”。
因此，库尔提出，审美过程不只存在于人类世界，还广泛存在于任何一种生物与周围世界的丰富适配

关系之中。 他进一步解释道：“符号活动作为一种解释过程，它本身即审美的主要源泉。 将被感知为

美的某物呈现出来，与将某物建构为美，是同一类型的符号过程。”①这种符号学观点，不仅更新了人

们对符号的一般认识，而且挑战了人们对审美的通常看法；不仅可以为生态美学提供新的生物符号学

基础，而且可以为重新思考艺术的本质、艺术与审美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提供新的可能和思路。
在当今的跨学科研究中，具身认知科学作为当代认知科学的新进路，也为符号学的跨学科研究提

供了一个新趋向。 戏剧理论和文化生命符号学研究者杰克逊·巴里在《认知科学和艺术符号学》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ｒｔ”）一文中，以“深层结构”为基础，将作为“软科学”的结构

主义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观点与作为“硬科学”的认知神经科学的观点进行了跨学科的比较与对

话，这对于从多个路径揭示艺术符号的深层结构具有重要启发意义。② 该文出自其著作《艺术、文化

和意义的符号学：诗歌、戏剧、绘画和雕塑中不断变化的文化生命符号》（Ａｒ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ｉｇｎ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Ｄｒａｍａ，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从书名即可窥

见，他的艺术符号学研究具有鲜明的跨学科、跨门类和跨媒介倾向。
跨学科、跨门类、跨媒介的艺术符号学的共同特点是突破了艺术门类和艺术媒介的界限，打开了

艺术研究的封闭空间，将艺术置于符号学、文化学、社会学、生物学、具身认知和神经科学等多个空间、
视野、语境中加以多方位、多角度的考察。 这让我们看到，艺术不仅是用于审美的，也不仅仅属于人

类，它同样具有生物性、科技性、社会性和文化性。 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生成方式和功能作用在这种

跨学科的符号学研究中得到了全新的揭示。 作为理论视野的“镜子本身并不是什么外在于事物本质

的全然不同的东西。 相反，它是慢慢地发展起来的事物本质成分”③。 人们通常认为，方法视野就像

这面镜子，它是外在于研究对象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如何看待研究对象、得出何种观点，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我们所使用的“镜子”或“视野”，即我们所运用的“方法”。 在学术研究中，观点和思路的创

新离不开方法视野的更新；同样，艺术符号学的创新研究和发展也离不开跨学科的视野。 相信未来的

艺术符号学研究，将会更加强烈地表现出跨门类、跨媒介和跨学科的特征。

（责任编辑：陆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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